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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宫颈癌根治联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是宫颈癌标准根治方案，术中淋巴循环受损、淋巴液回流障碍易诱发盆

腔淋巴囊肿，其发病率报道差异较大，轻症可自行吸收，重症可引发疼痛、感染，延缓术后康复。本文

系统梳理宫颈癌术后盆腔淋巴囊肿的形成机制、好发部位，从手术操作、患者自身基础状态、肿瘤病理

与术后辅助治疗三大维度归纳囊肿形成相关影响因素：开腹手术、单极电刀、扩大淋巴结清扫范围、淋

巴结转移、糖尿病、术后低蛋白/贫血、高FIGO分期、术后放化疗为高危因素；超声刀、Ligasure、术中

喷洒铜绿假单胞菌注射液、合理引流管理为保护性因素。现有研究对年龄、高血压等因素结论尚存分歧。

临床可通过术前基础疾病纠正、术中精细化淋巴管处理、术后规范引流与营养支持的全程管理模式降低

淋巴囊肿发生风险，为该病预防与个体化干预提供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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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dical hysterectomy combined with pelvic lymphadenectomy serves as the standard radical regi-
men for cervical cancer. Intraoperative injury to lymphatic circulation and disordered lymphatic 
reflux readily induce pelvic lymphocysts, whose reported incidence varies widely. Mild lympho-
cysts can be absorbed spontaneously, while severe ones may cause pain and infection and delay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predilection sites of pelvic lymphocysts following cervical cancer surgery.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
tors for cyst formation are summariz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surgical procedures, patients’ base-
line physical conditions, tumor pathology and postoperative adjuvant therapy. Laparotomy, mono-
polar electrosurgery, extended lymph node dissection scope, lymph node metastasis, diabetes, post-
operative hypoalbuminemia/anemia, advanced FIGO stage and postoperative chemoradiotherapy 
are high-risk factors; ultrasonic scalpel, LigaSure, intraoperative spray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jection and standardized drainage management are protective factors. Conclusions of existing 
studies regarding factors such as age and hypertension remain controversial. A full-cycle manage-
ment model including preoperative correction of underlying diseases, refined intraoperative lym-
phatic vessel handling, standardized postoperative drainage and nutritional support can reduce the 
risk of lymphocyst occurrence, providing evidence-based references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in-
dividualized clinic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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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宫颈癌是好发于女性宫颈部位的恶性肿瘤，人乳头瘤病毒(HPV)持续感染是诱发本病的核心高危因

素；除此之外，长期吸烟、初次性生活过早、合并免疫缺陷类疾病等，也会不同程度升高该病发病风险

[1] [2]。宫颈癌根治术 + 盆腔淋巴结清扫术为当前宫颈恶性肿瘤的主流治疗方案，该术式可切除肿瘤病

灶、有效延长患者远期生存时间；但手术操作易损伤盆腔淋巴引流通路，造成淋巴回流动力学障碍，最

终诱发术后盆腔淋巴囊肿(Pelviclymphocyst, PL)形成[3]。现有国内外文献显示，妇科恶性肿瘤术后盆腔淋

巴囊肿的发病波动于 1%~58%区间[4]。不同研究所得发病率存在明显异质性，主要归因于各研究选取的

术后随访节点、影像学检测方案存在差异。部分宫颈癌根治术后合并淋巴囊肿的患者可无特异性临床表

现，囊肿积液可自行吸收消散；但仍有部分病例出现术区疼痛、局部组织水肿，严重者继发感染，延缓

术后整体恢复进程[5]。现阶段该并发症的发生机制尚无统一、明确的阐释，国内多项临床研究证实其发

病风险与手术术式、淋巴结清扫数量存在相关性。基于此，系统归纳宫颈癌术后淋巴囊肿(PL)的各类危险

因素，能够为临床尽早实施靶向预防干预提供理论支撑，减轻手术造成的组织损伤，改善患者术后生存

质量[6]。 

2. 淋巴囊肿形成的机制、流行病学及发生位置 

盆腔淋巴引流系统由髂总、闭孔、髂内及髂外淋巴结群组成。行淋巴结清扫术后，术区将形成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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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潜在腔隙，腔壁由裸露肌层与腹膜组织共同构成。多数患者的该腔隙可自行逐步闭合；少数患者因离

断的淋巴管残端持续渗漏淋巴液，液体于腔隙内持续蓄积，进而形成盆腔淋巴囊肿[7]-[10]。Mori 与

Ferguson 借助淋巴管造影检查手段验证了上述研究观点[11]。盆腔淋巴囊肿大多于术后的 3~8 周显现，仅

极少数病例在术后满一年才确诊该并发症[12]。淋巴囊肿的出现会影响患者后续规范化治疗，显著降低其

术后生存质量，严重时还会威胁患者生命安全，因此，我们应该主动制定干预方案，降低淋巴囊肿的发

病概率[13]。 
解剖学研究显示，淋巴囊肿好发于盆腔左侧髂窝，这可能与人体左侧淋巴引流途径较长、压力较高

以及解剖结构特点有关。此外，若术后淋巴管侧支循环建立缓慢，或因放化疗等因素导致淋巴管纤维化，

将进一步加重淋巴液回流受阻，促进囊肿的形成和增大[14]。Song 等人[15]观察 116 名接受淋巴结清扫手

术的妇科恶性肿瘤病患，统计显示淋巴囊肿高发位置为盆腔左侧髂窝，占全部病例的 67.1%。造成该分布

特点的诱因，推测和左右两侧淋巴回流通畅度差异相关，左侧通路流通条件更佳。Ayhan 团队[16]的研究

也指出，卵巢癌病灶位于左侧时，同侧淋巴结转移风险明显高于右侧患病者，侧面佐证盆腔左侧淋巴管

网分布更密集，淋巴流体回流通道更多。当手术同步清扫两侧盆腔淋巴结时，左侧髂窝区域更易形成淋

巴囊肿。 

3. 宫颈癌术后盆腔淋巴囊肿形成的影响因素 

3.1. 手术相关因素 

3.1.1. 手术方式与入路 
传统观点认为，开腹手术由于视野受限，淋巴管结扎可能不如微创手术彻底。多项研究证实，开腹

手术是淋巴囊肿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发生率显著高于腹腔镜手术组[17] [18]。然而，随着微创技术的

发展，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虽然提供了更清晰的三维视野和灵活的操作臂，但李琳等[19]人的研究指出，

机器人手术组的淋巴囊肿发生率并未显著降低，提示手术方式并非唯一决定因素，术者的操作习惯同样

关键。 

3.1.2. 能量器械的选择 
术中使用的能量器械对淋巴管残端的封闭效果差异显著。单极电刀因其封闭淋巴管效果较差，焦痂

易脱落，导致淋巴漏风险增加，被证实为危险因素。相反，超声刀、Ligasure 血管闭合系统及双极电凝能

更有效地凝固并闭合淋巴管断端，显著减少术中及术后淋巴液渗漏。许彤彤等[13]人的相关试验结果显示，

手术过程运用 Ligasure 器械，能够明显减少淋巴囊肿的出现概率。 

3.1.3. 淋巴结清扫范围及数目、有无转移 
清扫范围越广，创面越大，淋巴液漏出风险越高。已有临床研究指出，同步清扫盆腔与腹主动脉旁

淋巴结的肿瘤患者，术后出现淋巴囊肿的概率显著高于仅清扫盆腔淋巴结的病例[15]。但 Achouti 团队[20]
得出相反结论，他们认为额外开展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并不会提升该并发症的发病概率。许彤彤等[13]
的试验数据证明，清扫腹主动脉周边淋巴结是诱发淋巴囊肿的独立高危条件(OR > 1, P < 0.05)。若手术同

时清扫盆腔与腹主动脉旁两处淋巴结，对比仅清理盆腔淋巴结的术式，患者术后长出淋巴囊肿的风险会

上升 2.458 倍，对应 OR 值为 2.458。 
Petru 团队[21]研究表明，存在淋巴结转移的宫颈癌患者术后淋巴囊肿发病风险显著上升，转移阳性

与阴性病例发病率分别为 29%、14%，组间对比 P < 0.02。除此之外，术中清扫淋巴结总数量为关键影响

因子，Zikan 等学者[22]构建相关预测模型后证实，清扫淋巴结数量超过 27 枚，是诱发有临床症状淋巴囊

肿的独立高危因素。盆腔区域切除的淋巴结数量越多，受损的淋巴管道也会随之增多，手术中很难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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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破损淋巴管完整结扎处理。这就会造成大量淋巴液体向外渗出，堆积在组织缝隙当中，最终生成淋巴

囊肿。 

3.1.4. 引流管理与术中辅助措施 
引流时间：引流管留置时间过长(如>7 天)可能在腹膜后形成窦道，阻碍死腔闭合；但过早拔除可能

导致积液。目前观点倾向于在引流量少时尽早拔除(如 3~7 天内) [23] [24]。 
术中用药：许彤彤等[13]研究发现，手术创面喷施铜绿假单胞菌药液能够诱发患处无菌炎症反应，加

快创口组织贴合、封闭淋巴管道，能够有效减少淋巴囊肿产生，属于一类有利防护条件。 

3.2. 患者自身因素 

3.2.1. 年龄与高血压、糖尿病 
年龄：Khoder 等[25]认为年龄与淋巴囊肿的发生成正相关。许彤彤等[13]开展的对照观察里，没有出

现淋巴囊肿的病患平均年龄为(53.481 ± 9.395)岁，出现该囊肿的患者平均年龄是(52.503 ± 10.681)岁，两

组数据对比不存在统计学层面的显著区别(P > 0.05)，由此判定年龄和淋巴囊肿发病不存在明显关联。因

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明确年龄与淋巴囊肿发生的关系。 
高血压、糖尿病：目前临床针对高血压、糖尿病与宫颈癌术后淋巴囊肿发病的关联性尚未形成统一、

明确结论。王丽[26]等通过对 235 例宫颈癌进行盆腔淋巴结清除术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淋巴囊肿的发生

与糖尿病、高血压并没有显著相关性(P > 0.05)。另有研究证实，高血压不会提升淋巴囊肿发病概率，二

者不存在关联(P > 0.05) [13]，而患有糖尿病会加大淋巴囊肿出现的概率(P < 0.05)，其机制可能与糖尿病

患者存在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功能障碍有关[27]。 

3.2.2. 术后血红蛋白、白蛋白水平 
部分学者纳入 98 例接受淋巴结清扫手术的恶性肿瘤病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提示术后白蛋白水平下

降是诱发淋巴囊肿的高危因素(P = 0.029) [28]，Song [15]等团队开展相关研究后提出，术中出血量超出 600
毫升会提升淋巴囊肿发病概率，术中失血越多，术后血红蛋白指标往往越低。基于这一依据，研究者把

患者血红蛋白数值纳入观察指标，数据分析能够看出，该指标偏低的人群术后更易产生淋巴囊肿，因此，

该指标为淋巴囊肿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45)。术后低蛋白血症与贫血状态均可升高该并发症发病风

险，究其机制，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下降会造成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促使血管内液体向外渗漏

至组织间隙，进而促成淋巴囊肿形成[29]。 

3.3. 肿瘤生物学特性及术后辅助治疗 

3.3.1. 临床分期(FIGO 分期) 
有研究指出临床分期是淋巴囊肿发生的危险因素(P < 0.05)，临床分期越晚，淋巴囊肿发生率越高[30]。

FIGO 分期越晚，意味着肿瘤范围越广，根治性手术需要切除的范围(包括子宫旁组织)更大、盆腔淋巴结

清扫更彻底，术后淋巴回流中断的范围也更广，因此淋巴囊肿的发生率随之升高[31] [32]。 

3.3.2. 术后放化疗 
多项研究明确指出，对于存在术后高危因素的早期宫颈癌患者，辅助放化疗可提高生存率，是当前

的标准治疗方案[33]。对于存在淋巴血管间隙浸润、深间质浸润、特殊组织学类型(腺癌成分)、切缘阳性

或切缘过近、肿瘤大小等高危因素的患者，推荐术后行辅助放疗(含或不含化疗) [34]。现阶段针对肿瘤术

后辅助放化疗是否影响淋巴囊肿生成仍存有诸多分歧。一项回顾性队列分析结果证实，术后实施放射治

疗和该并发症的产生具备明显关联性，会提高淋巴囊肿的发病概率[30]。Kim 团队[35]回顾分析 264 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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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盆腔淋巴结清扫的妇科肿瘤患者后提出，术后放疗属于诱发淋巴囊肿的高危因素。现有多项研究数据

显示，术后化疗同样与淋巴囊肿形成存在明显相关性[36]。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宫颈癌根治术后盆腔淋巴囊肿的形成是手术创伤、患者基础状态及肿瘤生物学特性多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构建“淋巴损伤–修复失衡”整合理论模型解释各因素交互机制：手术相关因素

为始动触发因子，开腹手术、单极电刀、大范围淋巴结清扫直接造成淋巴管大面积断裂渗漏，形成淋巴

液蓄积的解剖基础；肿瘤高 FIGO 分期、淋巴结转移放大手术创伤程度，术后放化疗通过诱导淋巴管纤

维化抑制侧支循环重建，持续加重回流障碍；糖尿病、术后低蛋白/贫血作为修复抑制因子，降低创面粘

连愈合能力、削弱血浆胶体渗透压，三重通路叠加阻断腹膜后死腔闭合，最终促成囊肿生成。手术方式

与能量器械的选择、淋巴结清扫范围、糖尿病、术后营养状态及放化疗等是目前较为公认的独立影响因

素。左侧髂窝为淋巴囊肿好发部位，临床随访中应予以重点关注。尽管现有研究已识别出诸多危险因素，

但各研究间因样本量、诊断标准及随访时间的差异，部分因素(如年龄、高血压)的结论仍存在分歧，有待

大样本、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临床实践中，应重视术前高危因素筛查，对合并糖尿病、低

蛋白血症的患者积极纠正基础状态；术中合理选择能量器械，规范淋巴结清扫范围，重视淋巴管断端的

精细化处理，并可考虑应用生物制剂促进创面粘连；术后加强营养支持与引流管理，辅以个体化的随访

监测。通过“术前评估–术中优化–术后干预”的全程管理策略，有望降低盆腔淋巴囊肿的发生率，减

少相关并发症，改善宫颈癌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与远期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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